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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疾病保险法》缘起、内容与借鉴

□ 高和荣,汤珍妮

摘要: 着眼于国家统一与社会凝聚,传承德国行会互助保险精神,深受官房学派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工人运

动以及将社会问题转化为非政治的技术问题和制度调解思想的影响,德国于 １８８３ 年出台、１８８４ 年实施

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医疗保险法律。 该法注重普遍性和强制性,明确了强制参保特别是强制低收入者

参保、以支定收筹集资金、基本医疗服务普遍享有和监管主体多元等原则,体现了人类解决医疗费用负

担问题的最初原理和基本精神,彰显了社会医疗保险的社会团结价值。 德国«疾病保险法»的精髓在于

它把促进国家认同与增进社会凝聚作为重要目标和使命,采取累进缴费、基本普惠的社会互济原理而

摒弃“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商业保险法则。 这对我们切实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积极探讨如

何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以增进社会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疾病保险法; 社会医疗保险; 弱者优先 ; 社会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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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于 １８８３ 年出台、１８８４ 年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医疗保险法律«疾病保险法»,将医疗

特别是医疗费用支出当成非个人因素,进而将医疗保险转变为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有效解决了社会

团结问题。 ２０２４ 年是德国«疾病保险法»实施 １４０ 周年,该法所蕴含的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互济的

理念延续至今,成为各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共享准则。 德国的这部民生法律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兴趣,
同样引发国内学者的关注,如陈晨、黄万丁试图通过梳理德国法定医疗保险体系的发展经验,提出我国

基本医疗保险应引入退休人员缴费与家庭联保模式[１]。 王宏波围绕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建

立的动因和内容,揭示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央的强大执行力与政治保

障[２]。 胡川宁总结了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历史嬗变,提出我国医保改革应以社团法人为改革方

向,实现“管办分开”和“法人自主权” [３]。 已有研究大多从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汲取经验,鲜少关注

«疾病保险法»这部法律何以诞生这一前提性问题。 这就需要回到德国«疾病保险法»本身,研究当初德

国为什么出台这部法律,为什么把互济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准则,为什么把社会凝聚当成社会医疗

保险的首要任务,这些思想与原则对于今天深化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有何借鉴价值? 沿着历史

制度主义的路径追溯人类最早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设计,透过当年德国国内对医疗保险法案的激辩,揭
示其理念主张、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质,形成对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一、德国«疾病保险法»的历史探索

德国从最初个别行会内部的互助保险到设立小范围的保险项目,再到国家建立起以医疗保险制度

为首的社会保险体系,最终制定出«疾病保险法»,持续三百余年的探索。
早在中世纪,德国制造业兴起,但劳动保护的缺失引发大量的劳动伤害,催生了一些工人群体组建

行业工会、建立医疗互助基金以应对劳动风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１６ 世纪哈尔茨山区矿工兄弟会成

立的矿工基金会,每当矿难事故发生,矿工们自发募集捐款来帮助受伤的矿工和已故矿工的遗属。 后

来,兄弟会定期收集捐款以资助生病的、暂时或永久残疾的或死亡成员的家属,这成为德国最早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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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实践[４]。 然而,这种互助保险制度尽管能够解决本行业群体的疾病治疗费用困难,增强成员对组

织的凝聚,却难以为社会大众所认同。 因为在笃信天主教的民众看来,保险是一种投机而罪恶的存在,
个人保险计划是一种非法的高利贷;资产阶级则将保险看作不可预测的赌博,称购买者“不是在做计划

而是在押注未来……他们是非理性、失控且自我毁灭的”[５]５０。 这一差评直到 １７ 世纪后才逐渐发生转变。
一方面,作为国王智囊的官房学派推崇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张将保险作为保障国家财富、维护

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 正如其代表人物尤斯蒂所言,许多人陷入不幸并非因其个人责任,他们是命运的

受害者,但对他们提供必要援助却会造成国库负担,而通过保险之类的制度可以将利益损失分摊给许多

人,由此个人就不会被打倒在地,国家就会更加安宁[６]。 于是,官房学派陆续发起了丧葬基金、孤寡基

金、嫁妆基金等保险项目,声称这些保险有助于促进婚姻维系、道德约束、社会稳定和人口增长。 他们还

分别参考了法学家和统计学家对射幸合同和风险投资的研究,试图制定合理的保险价格。 １８ 世纪末,
保险业彻底与赌博脱钩,保险逐渐与诸如秩序、谨慎、远见、节俭、责任与贡献等家庭美德结合起来,普鲁

士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删除已经设立的火灾保险、寡妇和孤儿基金等中的投机元素[５]４９－５０。 另一方

面,尽管普鲁士的保险业愈发成熟,但从商业保险到社会保险的转变并非一个自发过程,而是缘于 １９ 世

纪以来普鲁士快速工业化给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带来的生存压力。 当时,数百万人口离开农村涌入城

市,他们靠劳动力谋生,工作时间很长却只能获得极低的工资,加上经济波动很大,繁荣时期的失业率可

以低至 １％,而低迷时期的柏林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７],没有积蓄的工人苦不堪言。 为缓和阶级矛

盾,普鲁士政府于 １８５４ 年颁布了«工人保险援助机构法»,授权地方政府要求工人加入互助基金,供款

从工人工资中扣除且雇主需支付至少一半的保费[８]。 事实上,恶劣的生存状况还催生了代表工人利益

的社会民主党的壮大,该党 １８６３ 年成立后不到 ３０ 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没有议会席位的小党迅速成长为

第五大政党。 社会矛盾的加剧、工人运动的兴起助推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帝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
不仅如此,当时的德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新加入的南部各邦依旧存在强大的离心力,加之国内政

治流派众多,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强大,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带来巨大压力。 俾斯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彻底

结束民族分裂,争取各方支持中央政府,为此,他发起了“文化斗争”来削弱南方天主教势力,采取“胡萝

卜加大棒”做法压制工人运动,通过了«反社会党人法»,积极筹备社会保险计划以阻止社会民主党继续

扩大影响力。 他说:“«反社会党人法»的通过意味着当局给出了一个承诺,即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

消除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当性。”为了消除社会主义,就要“发展一点社会主义” [９][１０],尽可能将社会问题

转化为“非政治的技术问题和制度调解” [５]４６。 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此表示同意,主张制定新的社会政策

使工人阶级与国家重新建立联系,通过一定的资源分享避免整个社会的“共产”,促进不同阶层能够在

家长制政府的指导下彼此照顾。 由此,中央政府承担起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责任,将社会立法作为

拉拢工人阶级、缓和阶级冲突、为国家政权赢得支持的手段。 彼时正值保险项目流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

圈层,其所具有的强制性储蓄、收入维持、风险再分配和相互性等属性和特征契合了自由派和保守派、资
产阶级和贵族对社会的看法,自然就进入政策制定者的眼帘。 通过保险去缓和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凝

聚、维护国家统一成为最广泛的共识。
另外,«疾病保险法»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 作为疾病保险法案的

提案者与倡导者,俾斯麦曾多次访问法国并作为大使在巴黎生活过,他肯定法国 １８５０ 年建立的国家补

贴式养老金制度,认为这种公共养老金制度增强了法国人对政府乃至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他指出法国

人对政府的忠诚本质上是为了不失去每年 ４０ 法郎的养老金收益,且拿破仑三世获得工人的支持就是因

为实施了这个制度[１１]。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工人支持,就必须让最大多数人口参加社会保险,使
社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于是,俾斯麦主张采取强制而非自愿保险,认为强制性才是社会保险的核心,
否则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社会整合功能。 也就是说,保险业的成熟、官房学派的倡言、工人运动的

兴起特别是俾斯麦内阁对社会保险的认知助推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

二、德国«疾病保险法»的艰难诞生

面对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以及名义统一实乃分裂的德国,俾斯麦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消解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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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制度。 为此,他担任首相之初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审查劳工问题的委员会,给商务部长

伊岑普利茨伯爵写信,指出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方法是在现有政治和组织框架内尽可能合理地吸

收社会主义主张,而由雇主、雇员供款加上中央政府补贴以保护所有经济弱势群体免受重大风险的社会

保险体系就具有这样的功能[１２]。 然而,当时的内阁流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俾斯麦所提倡的国家干预

措施遭到冷落[１１]。
不过,威廉一世的遇袭冲击了德国统一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催生了社会凝聚类制度的建设。 １８７８

年,威廉一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遭到两次暗杀,如此密集的袭击事件让议会上下一致认为有必要采

取一定措施以减少社会冲突,平息社会不满,促进社会凝聚。 一部分保守派人士公开表态支持老年和伤

残保险,俾斯麦内阁和威廉一世本人表示应当由特定机构为老年或因工致残人群提供帮助。 第一个提

交到议会的社会保险提案是事故保险法,俾斯麦阐释了提案的理由和动机,是引导无产阶级不再将国家

视为一个为保护高阶层而设置的机构,而是一个服务于他们需要和利益的机构,为此应容许社会主义元

素被引入立法。 俾斯麦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现代国家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是基督教伦理

的要求:国家除了保护成员现有的权利外,还应履行促进所有成员福利的义务[９]。
遗憾的是,事故保险法未能立即获得通过。 自由党抨击提案中的中央政府补贴是国家社会主义和

俾斯麦独裁统治的象征,社会民主党则认为补贴相当于中央政府对企业的直接馈赠,主张保费应由雇主

单独缴纳。 对此,俾斯麦试图用烟草专卖计划为提案中的中央政府补贴提供资金支持,但仍遭各方反

对。 提案失败八个月后,议会意见迎来了转折。 １８８１ 年 １１ 月,威廉一世委托俾斯麦在会议开场时宣读

诏书,指出不能仅仅通过镇压社会民主来治愈社会罪恶,还须积极促进工人福利,因此他再次向国会推

荐社会凝聚类的制度议题,希望通过社会立法增进劳动者福祉,以便抓住时机为国家内部和平提供新的

持久保障[４]。
威廉一世的这封诏书清晰地表达出他们不仅希望建立事故保险制度,还希望建立一个涵盖工人所

有重大风险的帝国保险体系作为化解阶级冲突、凝聚社会共识的制度安排。 于是,俾斯麦以«疾病保险

法»补充«事故保险法»,同时将这两项提案提交到议会,引发了激烈辩论。
一方面,«疾病保险法»要不要采取强制性原则? 自由党推崇自由放任原则,主张自愿保险;天主教

中央党支持强制保险,认为强制保险重申了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有助于抵抗社会原子化、利己

主义和道德堕落;社会民主党对保险的强制性没有异议,但他们宣称«疾病保险法»没有解决造成工人

痛苦的根源,只是试图“贿赂”工人,使他们自满;而保守党提出强制性社会保险能够将工人与抽象的国

家联系在一起,培育工人对国家的忠诚。 从保险原理来看,自愿保险使参与保险计划的雇主处于竞争劣

势,最终导致所有人都被迫退出计划,尤其是最需要保险却又面临更高保费的高危职业工人[５]５８。 按照

俾斯麦的观点,整个疾病保险体系的核心就在于其强制性,这不仅仅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得到救赎而非任

凭个人的自由意志,还在于团结国民、确保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１２]。 最终,“疾病保险法”的强制性

原则得以保留。 另一方面,要不要设立统一的帝国保险管理机构? 俾斯麦希望疾病保险从属于一家政

府银行而非私人保险公司,因为它必须赚取利润且不够安全[４]。 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强调分权反而有

助于利用集体共同利益增强社会团结,并遏制阶级冲突,主张给予地方机构尽可能大的管辖权。 代表私

人银行家利益的自由党反对由非营利性的中央银行来管理疾病保险。 社会民主党要求由工人而非中央

政府或雇主来掌管疾病保险,他们称愿意让工人支付全部费用。 由于建立统一的疾病保险管理机构希

望渺茫,俾斯麦最终作出妥协,放弃国家补贴并允许让已有的疾病基金来管理疾病保险计划,但他要求

疾病基金必须提供最低福利,按法律规定进行投资并按时提交年度报告。
不过,社会各界对«疾病保险法»普遍认同。 其中,企业主和资产阶级认为疾病保险计划有可能平

息劳工骚乱,强化工人的职业道德。 按照哈科特的说法,疾病基金创造了一个“取代无产阶级的保守阶

层”,将工人保守化的同时不会导致跨阶级的财富再分配,这比激进的改革要好得多[５]２６。 但是,雇主们

对分担缴款模式感到不满,称缴款将严重削减他们的利润,这些利润本可以为经济扩张提供资本。 医疗

供方支持«疾病保险法»,因为它并未对医方和疾病保险基金之间的合同安排、病种项目和支付条款等

作出不利于自身的规定,实际上,法案颁布后医疗从业人员的数量和收入都得到了迅速增长。 工人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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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该法案,因为他们更关心如何尽快解决眼前的医疗费用负担而不是改变社会的长期斗争。 在工人的

敦促下,最初投反对票的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法律赋予他们的部分计划控制权[１３]１１５－１１６。 于是,经过一年

多的辩论和修订,１８８３ 年 ６ 月正式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

三、德国«疾病保险法»的核心要义

１８８３ 年通过、１８８４ 年实施的«疾病保险法»由九章共 ８８ 条构成,其内容不仅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

各界的共识,还体现了社会医疗保险最初的理念、精神和原理。
第一,强制低收入工人群体参保。 １８８４ 年实施的这部法案强制低收入工人加入,它规定所有日薪

低于 ６.７ 马克的雇员自动参保,雇主须在员工上岗后三天内为其进行保险登记,雇员家属可以自选是否

参保,日薪高于 ６.７ 马克的雇员不强制参保,其他从业人员有权加入社区医疗保险。 不过法律免除了农

业工人、林业工人、自营职业者、公务员、流动工人(从事工作时间不到一周)、学徒和家庭佣人的强制性

保险,反映出该法案的目标群体是工业工人而非农业工人或其他群体,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工业工人。 这

一理念构成了社会保险的精髓。 该部法案的出发点是回应城市工人阶级的诉求,而农村生活的分散性

限制了农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加上当时的农场主仍然对农业工人实行家长式统治,要想强制农场主为农

业工人投保相当困难,这一豁免因此得到了农村议员的支持[１３]６９。 尽管如此,该法案的实施使得参加疾

病保险的人数翻了一番:１８８０ 年德国只有 ５％的人口缴交疾病保险费,而 １８８５ 年疾病保险覆盖率达到

１０％。 强制参保特别是强制低收入者参保体现了社会医疗保险互助共济原理。
第二,采取以支定收方式筹集资金。 该法案延续了行会互助保险传统,规定各基金的财务独立运

行,保险费用由雇员和雇主按照 ２ / ３ 及 １ / ３ 比例共同承担。 不过,具有成熟运营经验的矿工基金可以自

行协商雇主与雇员的缴费比例。 虽然 １８８３ 年的«疾病保险法»并没有规定统一的费率,各基金可以根

据日均工资、工资等级和个人实际收入等自行确定,但该法案限制缴款金额不得超过日均工资的 ２％,
只有当基金入不敷出时才允许雇主和雇员商议是否提高费率。 反过来,如果基金出现经常性结余则缴

费额可适当降低,最多可减少相当于日均工资 １.５％的金额。 在支付方式上,雇主和雇员的保费份额均

由雇主支付给疾病基金,其中雇员保费以工资扣除的方式支付;如果雇主没有按时付款,雇员不会受到

处罚,而雇主必须支付违约期间所有雇员的医疗费用,且可能被处以罚款①。 以支定收理念以满足医疗

需要为逻辑起点,促进医保基金高效使用和规范运营;规定费率区间这一做法有效减少了疾病基金的收

支差异,缩小了不同群体的医保待遇差距。
第三,参保者普遍享有基本医疗服务。 «疾病保险法»规定了医疗服务和疾病津贴(病假工资)的最

低水平:参保人生病后可以获得免费的治疗、药品、眼镜、物理支撑器具等服务,参保人丧失工作能力时

则从第三天起获得相当于当地普通工人一半日薪的补贴,产妇分娩后的三周同样享有该补贴。 这些福

利补贴最长时间为十三周,但允许基金通过补充福利延长到最多一年。 除此之外,疾病基金还向已故成

员的遗属支付相当于当地日均工资二十倍的死亡抚恤金。 对于离职的雇员,只要他们继续支付保费并

且留在他们以前居住的或最后受雇的市辖区,疾病基金都应为其保留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 不过,
参保人因酗酒、打架、斗殴或其他不当行为而受伤患病,市政当局有权拒绝向其发放疾病津贴②。 也就

是说,最低福利水平的制度设计满足了工人基本的看病就医需要,增强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同时对

不当行为导致的伤病不予报销,有助于社会规则的确立与恪守。
第四,监管主体多元性。 «疾病保险法»根据不同行业和职业将疾病基金分为地方基金、公司 /工厂

基金、行会基金、承包商基金、矿工基金以及辅助基金等六种,基金由雇主和雇员双方选举产生的代表所

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管理,代表权依据雇主和雇员的供款比例设定。 不过公司 /工厂基金是一个例外:法

①

②

资料参见 Ｇｅｓｅｔｚ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 ｄｉｅ Ｋｒａｎｋｅｎ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ｌａｔｔ Ｂａｎｄ １８８３, Ｎｒ. ９, １８８３, Ｓ. ７３－１０４,
§ ８, １０, ２０, ３１, ５３, ６２, ６４, ７４, ８０－８２.

资料参见 Ｇｅｓｅｔｚ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 ｄｉｅ Ｋｒａｎｋｅｎ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ｌａｔｔ Ｂａｎｄ １８８３, Ｎｒ. ９, １８８３, Ｓ. ７３－１０４,
§ ６, １１,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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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允许雇主代表担任行政委员会主席,雇主有权制定规章制度。 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授予雇主额外的行

政权力来平息劳工骚乱,遏制工人运动的发展。 除了参保资格标准由中央政府制定外,其他行政职能均

由疾病基金承担,包括一揽子福利方案的设计、基金的收支管理、与医方的谈判签约、医疗费用报销、医
疗服务使用情况审查及服务质量监测等。 中央政府不需要与医方接触,只对疾病基金的运营进行监督,
如审核年度账目、核查被保险人及就诊信息等[１４]。 这些安排均继承德国行会互助保险的精神及传统,
管办分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医疗保险治理体系内必要的利益结构平衡,成为后来各

国和地区的基本遵循。

四、德国«疾病保险法»的有益借鉴

基于«疾病保险法»实施的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已有 １４０ 年的历史。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
家的分裂与统一,特别是面临福利危机时,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系统仍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社会医疗

保险制度最初确立的普遍性与强制性相结合以促进国家统一、增强社会凝聚、减少社会对抗,以及累进

缴费、基本普惠、协同控费等理念、原则与精神,成了«疾病保险法»的核心要义,更是人类社会医疗保险

制度的共享准则。 这对于我国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切实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促进社会医

疗保险增进社会凝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一,促进国家认同是«疾病保险法»的重要目标。 德国最初颁布«疾病保险法»以建立社会医疗保

险制度是为了巩固统一大业,防止国家再度分裂,因而具有国家“稳定器”功效。 １８７１ 年的德意志帝国

名义上统一,然而各州依然保留了包括税收、司法、执法甚至是军队在内的自治权,整个帝国呈现出表面

上统一但实际上各自为政局面。 不仅如此,民众在思想上也未建立起对统一政体、统一社会的认知和国

民身份的认同,更看重自身的种族、地域和信仰,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徒与北部和东部的新教徒

之间依旧存在较大分歧,这种对抗性价值体系成为国家实质统一的巨大障碍。 更为严峻的是,社会劳资

矛盾和阶级对抗不断升级,威胁新生政权的稳固。 这就需要俾斯麦政府尽快健全行政机构体系,重塑国

家权威,缓和阶级矛盾,增强社会凝聚,避免国家再度分裂。 此时,全国统一的«疾病保险法»及其社会

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密切了民众与国家的联系,有助于塑造民众对国家的忠诚。
借鉴德国«疾病保险法»的思想,我们中国应深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积极探讨基本医

疗保险的区域统筹,打破地区、参保身份及筹资方式的藩篱,逐步消除差异化的参保资格、筹资方式及待

遇享有办法,统一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方式及医疗费用补偿标准,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持续增强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统一性、安全性和规范性,更好地促进社会团结。 还要积

极思考、谋划基本医疗保险如何融入台港澳同胞、实现基本医疗保险海峡两岸暨港澳台统筹,增进港澳

台地区民众对祖国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向心力。
第二,增进社会凝聚是«疾病保险法»的核心使命。 俾斯麦政府通过的«疾病保险法»及其所实施的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采取的供款与消费相分离的政策就是致力于保护弱者、增进社会凝聚,坚持供款即缴

费根据工资而非个人风险或缴款意愿,医疗服务取决于参保者的实际医疗需求。 也就是说,不论参保者

的缴费能力、参保时长或地理位置,所有被保险人都平等享受基本医疗服务与疾病津贴,这成为社会保

险的基本准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弱者优先、兼爱贫富、社会共济。 这些准则充分体现了风险共担和团

结互助精神,表现为让高收入人群关心低收入人群,就业者支持失业者,健康群体体恤患病群体,以跨阶

层、跨生命周期的互助机制保护弱者,这样的团结互助精神自然会促进社会凝聚,缓解社会对抗,促成德

意志帝国此后数十年的社会力量动态平衡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１５]。
国家统一必然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团结来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 推动社会认同需要

给予中低收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支持,降低这些群体的不平等感及相对剥夺感,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

群体的刻板印象。 就基本医疗保险的现实来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不同地域、职业、身份、阶层之

间存在区隔,这不利于社会认同的形成与社会共识的凝聚,对此,应强化基本医疗保险互助共济功能,逐
步消除待遇享有的身份限制,深化医疗服务供给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与此同时,要完善筹资机制,对



■
■

■

■■■■■■■■■■■■■■■■■■■■■■■■■■■■■■■■
社会科学版
ＳＨＥＨＵＩ 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
■

■
■

■
■

■

９０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制定更加合理的缴款计划,逐步取消上述群体参与城镇职工医

保的户籍限制;注重制度的横向公平,实行差异化缴费和统一化待遇补偿,明确缴费是社会成员享有医

疗保障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积极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让部分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社会成员

少缴费或不需要缴费就可以享有政府的医疗救助,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减少社会排斥,发挥基

本医疗保险在促进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方面的功能。
第三,普遍与强制构成«疾病保险法»的鲜明特性。 德国的«疾病保险法»最初排除了农林业工人等

低收入群体,其目的是减少改革阻力。 通过采取渐进改革,德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囊括

了失业工人、无收入的受抚养人、退休人员、农民、残疾人、学生等群体,并且从 ２０ 世纪末起由联邦劳动

局和地方福利机构共同承担失业、退休及贫困群体的医疗保险费,让后者获得与就业人群相同的医疗福

利,体现了无差别性原理[１６]。 截至 ２０２３ 年,约 ８８％的德国人口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计划,１１％的人口

购买了替代性私人医疗保险,其余人群如军人、警察和难民等通过特定的政府计划获得医疗保险[１７]。
覆盖率如此之高,其背后就在于强制性以及无差别性在发挥功效。

借鉴德国«疾病保险法»的做法,我国应该把普遍性与强制性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要求,普遍

性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都做到应保尽保,强制性意味着国家要让每位社会成员能够参保并为他们提供

保障。 就前者而言,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参保率在 ９５％以上,但参保稳定性不足,全
国共有 ２５１７ 万灵活就业人员、流动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农村居民等群体“脱保”“停保”“断保” [１８]。
对此,要加强调查研究,剖析这类人员不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原因,从筹资与补偿、保障基本

与应对大病相统一的高度解决这一难题,加大对基本医疗保险共济性质、保障优势和疾病风险的宣传力

度,采取强制手段和办法强化各类人员积极参保。 要以法律法规形式固定各方主体利益调整和福利再

分配方式,明确参保人的权利与义务、待遇范围与边界,以强制力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应保尽保,满足民众

的基本医疗需求。
第四,累进缴费、基本普惠是«疾病保险法»的最初法则。 德国«疾病保险法»采取适度累进缴费及

基本医疗服务普惠准则,强调所有参保者均应缴费,缴费额度依据参保者的收入水平,收入越高缴费额

度就更高,而收入越低缴费额度则相对低一些。 另外,«疾病保险法»规定收入高于一定水准的人群可

以不参与强制医疗保险计划,这不仅回应了医生希望保留一部分市场来增加额外收入的诉求[１３]２０９,而
且引导高收入群体参加私人医疗保险,有助于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 私人医疗保险不同于社会

医疗保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建立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健康风险精算法则和运行规则之上,健康风险

较高的群体需缴纳高额保费,缴费金额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保费缴交越多或缴交时间越长,参保人

的医保待遇就越优厚。 当然,私人医疗保险因其高额的投保缴费、更多的医疗服务消费以及更高的报销

价格而获得医生的支持,并让参保者享有优先服务待遇[１９]。
德国«疾病保险法»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坚持基础普惠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险

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提供的医疗待遇具有普惠性质。 近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坚持参保者承担相应

缴费责任,收入越高缴费越多,而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则按照医疗费用发生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同时,应不断扩大报销范围,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稳步提升门诊保障水平,持续释放制度红利,
让基本医疗保险更加普惠。 这就需要我们科学探索基本医疗保险普惠共享的项目费用、边界范围,形成

更加合理的普惠机制,满足民众基本的医疗需要。 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各类商业医疗保险,满足群众

更加丰富、更为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医疗保障需求,织起一张互济共担的健康保障安全网。
第五,协同控制医疗费用支出是«疾病保险法»的可靠保证。 １８８３ 年的法案规定了疾病基金需要满

足参保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因此,医生理论上可以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医疗行为并获得全额报销。 这意

味着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从实施之日起就面临着成本控制问题,德国最初采取约束初级保健医生、
通过调节医生的薪资来影响他们的医疗行为,但很快就遭遇医生的反对和罢工,中央政府介入后于

１９１３ 年颁布了«柏林公约»,规定基金和医生之间的合同必须由疾病基金和医生协会集体商定,实行联

合管理。 “二战”结束后,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支出使得德国颁布«医疗成本控制法»,相继出台有关缴

费水平设置、总额预算控制,设置药品参考价格、引入免赔额、限制高成本技术设备使用,制定统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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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及审查医院年度质量报告等政策措施,延缓了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速,医疗费用支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为稳定[２０]。
德国的这一做法表明,医疗是一个包含医生、医院、医保、患者、药械等多主体在内的博弈整体,涉及

政府、药械企业、医院医生、私人医疗机构、医保基金以及患者等各个方面,充满着高度的逆向选择与道

德风险,只有采取协同管理才可能实现控费与保基本医疗服务的平衡。 就我国而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

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注重运用总额预算控制医保费用支出,通过协议监管、行政处

罚、行刑衔接、飞行检查等方式跟进医保基金监管。 然而,医疗行业专业性强,牵涉众多博弈主体和价值

目标,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设置机制和精准有效的监管手段,总额预算和按病种付费的改革成本很可能

以医疗服务供给减少、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等形式转移给患者。 这就要求积极构建医保、医疗、医药等多

方主体参与的协商谈判机制,在医疗资源供给、药品定价、绩效考核评价、争议处理等进行有效衔接,把
握实际医疗需求的变化,积极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医保定价与支付方案。

参考文献:
[１]陈晨,黄万丁.德国法定医疗保险的成功经验及启示———基于参保机制视角[Ｊ].社会保障研究,２０２２(２):１０３－１１１.
[２]王宏波.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稳定[Ｊ].经济社会史评论,２０２０(１):２５－３４＋１２７.
[３]胡川宁.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历史嬗变与反思[Ｊ].德国研究,２０２０(２):６９－８１＋１４６.
[４]Ｓｉｇｅｒｉｓｔ Ｈ Ｅ.Ｆｒｏｍ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ｔｏ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９,２０(４):４７４－４９６.
[５]Ｅｇｈｉｇｉａｎ Ｇ.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Ａｎｎ Ａｒ-

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６]Ｏｂｅｒｈｏｌｚｎｅｒ Ｆ.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ｃｔ ｏｆ Ｇｏｄ ｔｏ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ｉｌｓｔ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１１, １７(１): １４９－１５０.
[７]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Ｅ. 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８４８—１８７５[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ＵＫ, ２０１０: ２５８.
[８]Ｂäｒｎｉｇｈａｕｓｅｎ Ｔ,Ｓａｕｅｒｂｏｒｎ Ｒ.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２,５４(１０):１５５９－１５８７.
[９]Ｇｉｂｂｏｎ Ｉ Ｇ,Ｄａｗｓｏｎ Ｗ Ｈ.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１８８３—１９１１[Ｊ].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１２,２２(８７):４５７.
[１０][法]让－雅克·迪贝卢, 爱克扎维尔·普列多. 社会保障法[Ｍ]. 蒋将元,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６.
[１１]Ｍｅｅｒｈａｅｇｈｅ Ｍ Ｖ.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３３(４): ２８４－３０１.
[１２]Ａｓｈｌｅｙ Ａ.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８: ４２－５０.
[１３]Ｋａｔｚｍａｎｎ Ｌ Ｓ.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１８８３—１９１１: ｉ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２.
[１４]Ｓｃｈｅｃｋ 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８７１－１９４５.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 Ｂｅｒｇ: Ｏｘｆｏｒｄ, ２００８: ３２.
[１５]Ｊｏｐｐ Ｔ Ａ,Ｓｔｒｅｂ Ｊ.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Ｍ] / /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３:２１７－２３５.
[１６]Ｉｇｌｅｈａｒｔ Ｊ Ｋ.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９９１, ３２４(７): ５０６.
[１７]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ｆüｒ 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ｅｎ Ｋｒａｎｋｅｎ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９－２９)[２０２４－０９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ｄｅ / ｔｈｅｍｅｎ / ｋｒａｎｋｅｎ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 ｇｒｕｎｄ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 /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ｈｔｍｌ.
[１８]国家医疗保障局. ２０２２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７－１１)[２０２４－０９－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ｂｕｍｅｎ / ２０２３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９１０６２.ｈｔｍ.
[１９]Ｊｅｒｅ Ａｌｌｅｎ Ｗｙｓｏｎｇ,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ｂ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Ｊ]. Ｔｈｅ ｍｉｌｂａｎｋ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０, ６８(４): ５２９－５３１.
[２０]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４－０２－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 / ｎｈａ /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 Ｖｉｅｗ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ｅｎ.

(下转第 １０４ 页)



■
■

■

■■■■■■■■■■■■■■■■■■■■■■■■■■■■■■■■
社会科学版
ＳＨＥＨＵＩ ＫＥＸＵＥＢＡＮ

■
■

■
■

■
■

■

１０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Ｚｅ－ｒｕ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ｉ.ｅ., ＡＩ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ＡＩ ｈａｓ ａ ｐｌａｎｎａｂ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ｃｈａｏ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Ａ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ｓ ｉｎ ｉｔｓ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ｎａ-
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ｇｉ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责任编辑　 胡章成

■■■■■■■■■■■■■■■■■■■■■■■■■■■■■■■■■■■■■■■■■■■■■

(上接第 ９１ 页)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
ＧＡＯ Ｈｅ－ｒ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Ｚｈｅｎ－ｎｉ,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ｉｎ １８８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Ｔｈｉｓ ｌａｗ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ｉｄ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ｕｉ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ｒａｌｉｓｍ,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ｒ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 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ａｉ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ｓ ｋｅ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ｔ ａｄｏｐｔ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ｙｏｕ
ｐａｙ,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ｙｏｕ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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